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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经济增长理论中

技术进步及研发投资理论的述评

张亚斌　曾铮

　　摘要 : 新增长理论的价值在于将技术内生化 ,而其中的研发投资理论更是将自发性

技术变迁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,并且注重了研发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效性的研究。但是 ,研

发投资理论没有对研发投资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 ,没有将其与之相对的生产性投资联系

起来 ,研究资源稀缺状况下二者的权衡 ,所以在解释国家层面上如何权衡研发投资和生产

性投资的比例这一问题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。当吸收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两大概念与现

有研发投资有效性研究成果结合之后 ,以上问题将得到较好的解决 ,并且对中国的现实经

济政策有深刻的政策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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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增长理论有关技术内生进步的研究

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主题。古典经

济学家在研究一国如何积累财富时侧重于对要素积
累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刻画 ,认为要素存量对经济增

长有决定性的作用 ,这其中包括了亚当·斯密 (Adam

Smith) 、马尔萨斯 (Malthus)以及李嘉图 (Ricardo)的论
点。亚当·斯密认为一国的国民财富增长 (即经济增
长)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、资本积累和技术进

步 ;而后的马尔萨斯提出的“马尔萨斯陷阱理论”认
为由于长时期内人口的不断攀升 ,经济增长会处于

停滞 ;无独有偶 ,李嘉图也得出增长不能持久的结
论 ,他的原因是生产要素边际产出的递减。虽然古
典经济学认识到了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
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,但他们对于技术的描述不够详
尽 ,而且缺乏对技术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具体作
用机理的研究。
到了新古典经济学 ,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
了对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。熊彼特提出了
“创造性毁灭”的理论 ( Schumpeter ,1942 ,p . 102) ,他

认为 ,“经济的增长是不确定的 ,同时 (技术的)突破
对整个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经济增长的

不确定性是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的 ,因为突破的可
能性取决于研发的水平 ,而研发的水平又取决于对
研发者的社会回报”,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之后新增长
理论对技术外溢的许多研究。虽然熊彼特的研究初

步给出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支持 ,但他

的理论缺乏数理的支持。其后 ,哈罗德 ( Harrod ,

1939)和多马 (Domar ,1946)的经济增长模型开创了
数理经济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的先河 ,遗憾的是这

个模型将经济增长推向了一个“惟资本积累”的论
调 ,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增长作用 ,被喻为“刃锋上的

均衡增长”。①接着 ,索洛 (Solow ,1956)和斯旺 (Swan ,

1956)提出了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 (索洛 - 斯旺模

型) ,这是一个外生技术增长模型 ,因为模型中产出
增长率仅等于外生参数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之

和 (n + g) ,但由于资本收益递减规律仍然存在 ,这就
出现了所谓的索洛余值。经济学界对它的评价是
“(它)解释了一切 ,却独不能解释长期增长”。
针对索洛余值 ,很多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作

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,主要手段和目的就是将技术内
生化。阿罗 (Arrow , 1962) 和谢辛斯基 ( Sheshinski ,

1967)的经济增长模型率先将技术内生引进经济增
长模型 ,其科学手段是将技术进步作为资本积累的
副产品 ,即干中学效应 ,同时知识的外溢 (或投资的
外部性)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。但是在阿罗
(Arrow ,1962)的模型中 ,经济增长仍然取决于外生
的人口增长率。与此类同的经济增长模型还有乌沙
华 (Uzawa ,1965) ,他认为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不递减

的要素边际收益可以抵消物质生产部门递减的要素
边际收益 ,从而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 ;但是 ,如果人
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不大于零的话 ,技术进步
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很难发挥。谢尔 (Shell)在阿罗
(1962)模型的基础上重新内生化知识 ,他认为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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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由知识创造者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 ,而不像阿罗
所描述的那样是在生产过程中积累自然形成的。但
是 ,谢尔仍然认为创新者投资创造知识的动力不是
对利润的追逐 ,而是源于好奇心理。而后 ,新增长理
论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研究上的突破。
罗默 (Romer ,1986)继承了阿罗 (1962)的干中学的概
念 ,提出了一个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
识溢出模型 ,用技术外部性或知识的溢出来解释经
济增长。此后 ,卢卡斯 (Lucas ,1988)也沿用了乌沙华
(1965)用人力资本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 ,建立了
Lucas - Uzawa模型。对乌沙华 (1965)模型进行发展
的还有里贝罗 (Rebelo ,1991) ,他认为核心资本的存
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,只要保护核心资本的收益 ,促
进核心资本的成长 ,就会有经济的长期增长。但是
罗默 (1986) 、卢卡斯 (1988)和里贝罗 (1991)的工作
仍然建立在阿罗 (1962) 、谢辛斯基 (1967)和乌沙华
(1965)的研究基础上 ,没有引进自发性技术变迁的
理论 ,技术的进步仍然不是技术创新者为了追求自
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技术投资的结果 ,都属于凸
性增长模型或外部性增长模型。②

随后 ,R&D模型的提出 ,大大增强了内生增长
理论的解释能力 ,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罗默
(Romer ,1990) ,阿洪与豪威特 (Aghion & Howitt ,1992)

及格罗斯曼与海尔普曼 ( Grossman & Helpman ,1991)

模型 ,其最大特点就是将技术进步作为有目的的研
发 (R&D)活动的结果 ,对于这类模型各自的特点我
们将在下一小结做出详细介绍。

二、新增长理论中的研发内生增长模型

新增长理论中的研发 (R&D)模型可以按照其导
致技术创新的不同方式分为两类 ,一类是水平创新
模型 ,即增加产品种类的 R&D模型 ;另一类是垂直
创新模型 ,即改进产品质量的 R&D模型。
第一类模型的开拓者是贾德 (Judd ,1985) ,这类
模型主要借鉴了斯彭思 (Spence) ,迪克西特和斯蒂
格利兹 (Dixit & Stiglitz)以及伊塞亚 ( Ethier)的研究成
果来分析产品种类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。罗默
(1990)的模型将整个社会生产部门分为研究部门、
中间产品部门以及最终产品部门④ ,并认为通过
R&D活动 ,增加中间产品的数量 ,从而增加最终产
品数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。此外 ,罗默和
巴蒂兹 (Romer & Rivera - Batiz)将罗默的知识溢出模
型改造为单个部门模型 ,更具合理性。同时 ,在此类
模型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格罗斯曼与海尔普曼
(Grossman & Helpman , 1991 , Chapter3) ,杨格 ( Young ,

1990) ,琼斯 (Jones , 1995) 以及巴罗与萨拉伊马丁
(Barro & Sala - i - Martin ,1995) 。
第二类 R&D模型遵循了熊彼特 (1942)的“创造
性毁灭”的思路 ,认为产品的质量升级是经济增长的

源泉 ,同时也提出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品质量升级 ,可
能会引起社会福利的恶化 ,因为新的更高质量的产
品的出现同时伴随着旧产品的淘汰。阿洪和豪威特
(1992)的模型假定在整个经济体系的范围内开展
R&D竞赛 ,成功的创新将使得某个行业全行业的产
品质量提高 ,他们认为技术进步会对整个经济产生
影响 ;此外此模型发现技术创新的“非增长陷阱”,即
创新不一定能提高经济增长率 (这部分内容我们将
在下节进行详细描述 ) 。此外 , 西格斯托姆
(Segerstrom ,1990)认为创新者是在行业内展开争取
专利权的竞赛 ,但他们所认为的研究活动是跳跃的 ,

即当某一行业内爆发了一次创新高潮之后 ,该行业
内的研究活动将在很长时间内销声匿迹。格罗斯曼
和海尔普曼 ( Grossman & Helpman ,1991 ,Chapter 4)的
质量阶梯模型 (Quality Ladder)是以上述两个质量升
级模型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。这个模型假定技术进
步在某一行业内发生 ,这与西格斯托姆意见相近 ,但
不同的是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 (1991 ,Chapter 4)认为
研究活动是连续的 ,每一种产品的质量都可以无限
次的被提高 ,每次质量提高都会使该产品提高的服
务水平得到一次离散型的跳跃。但是 ,对于这个模
型中所假定的每一次技术进步只提高单一部门的生
产率水平 ,许多学者认为这不如阿洪和豪威特
(1990)的模型更能说明熊彼特所提出来的“创造性
毁灭”。然而总体而言 ,这个模型是一个比较完善的
产品质量升级模型。

三、新增长理论关于研发投资有效性的研究

新增长模型中的 R&D模型将 R&D活动看做企
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主动进行的经济活动 ,同时 ,此
类模型对于 R&D投资的有效性也进行了一些分析 ,

这比起之前的增长理论中只将技术进步视为“黑箱”
(即只要有技术进步 ,就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)来说 ,

要现实得多。
首先 ,一些模型从熊彼特的“创造性的毁灭”思
想出发 ,认为技术创新必然导致旧技术的过时 ,所以
创新是一种“痛苦兼甜蜜的事业”。在这个方面的研
究中 ,阿洪和豪威特 (1992)最具代表性。在文章中 ,

阿洪和豪威特认为自己的研究与前人 ( Romer ,1986

和Lucas ,1988)至少在两方面有所不同 ,其中之一就
是“由于放弃了旧的技术、产品、市场和生产工艺 ,技
术进步不仅带来收益 ,同时伴随着损失”。其实在此
之前 ,德内克尔和贾德 (Deneckere &Judd)就曾指出 ,

如果考虑到“过时”的因素 ,在模型中允许新的产品
取代旧的产品 ,我们将会得到的结论是 ,技术创新有
可能降低增长的速度。
其次 ,熊彼特 (1942)提出 ,公司企业在技术竞争
中可能生产出新的产品。沿用这一理论基础 ,在产
业组织研究领域 ,一些学者提出 ,创新是有风险的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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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赢取了 R&D竞赛的单个企业的 R&D投资才是
有效的。赞成这一观点的产业组织经济学家有劳瑞
(Loury) ,李和威尔德 (Lee & Wilde)以及雷因格纳姆
(Reinganum) 。西格斯托姆 (1990)在以上研究的基础
上 ,批判了继承弗农 (Vernon)产品生命周期论的一
些国际贸易理论学家⑤从单个企业角度分析所得到
的结论。这些经济学家认为 ,成功的产品创新十分
容易 ,或者说只是由大量的研发投入决定的。可以
看出 ,西格斯托姆 (1990)研究的出发点是在单个行
业中进行的 R&D竞赛 ,是一个中观的研究体系。

此外 ,一些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,充分考虑到了创
新的外部性对 R&D投资有效性的影响。早在 1962

年 ,阿罗就提出了知识的溢出效应 ,之后的罗默
(1990)又给出了知识的两性 :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
性 ,由此导致了知识很容易被模仿、抄袭等。延续这
条思路 ,西格斯托姆 (1991)将模仿也作为技术进步
的一种手段内生进经济增长模型。⑥之后 ,很多研究
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 ,利用以上的研究 ,提出了技术
外溢的思想 ,他们的研究主要放在了国际间的技术
外溢之上 ,其中的主要代表有克尔和海尔普曼 (Coe

& Helpman ,1995) ,海尔普曼 (Helpman ,1997) ,伊斯特
里和莱文因 ( Easterly &Levin)以及莫南 (Mohnen)等。
还有些经济学家围绕这些研究提出滞后国家可以通
过模仿赶超发达国家。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布里希

斯、克鲁格曼和琴登 (Brezis , Krugman & Tsinddon)提
出来的“蛙跳”模型。⑦

最后 ,一些经济学家围绕 R&D投资回报率的问
题 ,作了很多的经验研究。米内希纳 (Minasina)的数
学模型得出 ,R&D投资对生产率增长有决定性的作
用 ;莫南 (Mohnen)的研究表明 , R&D 投资平均回报
率是生产资料投资回报率的两倍多 ;特莱克伊
(Terleckyj) 以及格里利切斯 ( Griliches)的经验分析
显示 ,R&D投资回报率在 100 %以上 ;克尔和海尔普
曼 (Coe & Helpman ,1995)研究发现 ,发达国家 R&D

投资回报率为 123 % ,发展中国家为 85 % ,而且都呈
现上升趋势。但是 ,琼斯的文章通过对第二次世界
大战以后的 OECD国家 R&D投入产出的分析表明 ,

虽然 OECD国家 R&D投入逐年增加 ,但是经济增长
的速度却没有明显的改变。尽管之后阿洪和豪威特
对琼斯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 ,但是琼斯的研究告
诉我们 ,技术进步不是万能的 ,不能盲目空谈对

R&D投资的增加。

四、现有内生增长模型的
不足及可能的改进方法

　　从以上的分析 ,我们可以看到新增长理论中 ,对
国家层次上 R&D投资进行解释至少有三个局限性。
对此 ,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零散的

看法和解决方法。

首先 ,一个国家资源是有限的 ,是进行 R&D投资 ,

还是增加生产资料的投入 ,以上理论未能给出很好的
答复。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 ( Grossman & Helpman ,

1991 ,Chapter 10)在研究 R&D补贴中得到一个“悖论”,
即一个国家对研究活动的补贴在长期内实际上导致了
该国高科技产品比例的下降。对此的一个解释就是一
国的资源是稀缺的 ,如果人力资本过多投入研究活动
的话 ,则生产活动就只能获得相对较少的要素投入。
阿洪和豪威特 (Aghion & Howitt)也指出“干中学系数
越大 ,越多的研发工作就必须跟上。这时 ,经济增长
更多依赖于研究开发 ,更少依赖于干中学。因为扩
大研发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加入生产的劳动。”
其次 , 按照罗默的观点 , 整个社会分为 R&D

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 , 所以在做研究时 , 应
当充分考虑两个部门各自的分工角色。本文认为 ,

技术创新是 R&D生产部门的活动 , 而干中学则是
产品生产部门的活动 ,两者有着必然的联系 ,因为技
术创新最终是要由产品的生产完成作为其成功的标
志。对于这个问题 ,杨格 ( Young ,1990)构造了一个
体现创新和干中学内在联系的模型 ,并且做出结论 ,

经济增长率与创新成本有关。但是这个模型没有论
及生产对新技术吸收的能力 ,以及创新成本到底与
什么有关 ,这就引出了我们以下将要指出的第三个
不足。
最后 ,以上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对技术匹配的刻
画和国家创新能力剖析。首先在技术匹配的问题
上 ,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兹 (Atkinson & Stiglitz)提出
了“局部性的干中学”,认为对于企业或经济所使用
的一个特定的资本和劳动的组合 ,企业需要时间来
提高这一特定组合的生产率。而巴苏和维尔 (Basu

& Weil)明确提出了“适宜技术”的概念 ,说明发达国
家的技术是和其国内较高的资本存量相匹配的 ,发
展中国家对这些技术会有不适应的状况发生。随
后 ,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 (Acemoglu & Zilibotti)则
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引进技术的不匹配问
题。其次 ,在这个研究领域 ,吸收能力也充分解释了
技术进步与生产进步要齐头并进的原理。大川七濑
和拉斯维斯基 (Ohkawa & Rosovsky)首次提出了社会
能力 (Social Capability)的概念 ,他们认为社会能力是
由一个社会的政治、金融、教育及经济系统组成的 ,

而社会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率。阿布
拉莫维奇 (Abramovitz)对社会能力进行了分解 ,他认
为社会能力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:一是基本的社会态
度和政治制度 ;二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够有效吸收在
技术边界⑧上可能吸收的潜在内部化知识能力的因
素 ,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吸收能力。随后 ,德尔曼
和内尔森 (Dahlman & Nelson ,1995)定义国家吸收能
力为学习和实现发达国家已有技术和相关应用的能
力。科恩和莱文瑟 (Cohen & Levinthal ,1990)对吸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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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作了比较详尽的解释 ,他们认为 ,R&D投资具
有两重性———R&D投资收益和技术机遇条件 ,企业

的吸收能力就是企业“评价、消化和应用新知识于商
业目的的能力 ,组织的吸收能力依赖于组织成员的

吸收能力”。但是 ,由于吸收能力宏观计量的困难 ,

大部分研究还只是在产业的中观领域。渥斯培根
(Verspagen)和科勒尔 ( Keller)分别从国家层次分析
了吸收能力的问题 ,但是他们的研究更接近于技术

积累 ,而把吸收能力看成了一个黑箱。其次 ,对于一
国如何提高 R&D生产率 ,即如何提高国家的创新能

力 ,以上理论并未给出十分满意的回答。罗默
(Romer ,1990)的知识驱动模型认为知识生产函数取
决于两个变量 ,一个是一国知识积累的总量 ,另一个

是对知识生产的 R&D总投入⑨ ,而这两个因素也决
定着一国创新效率的高低。波特 ( Poter)强调 R&D

的生产力取决于产业集群的微观创新基础 ;同时他
指出一国创新能力的高低主要决定于集群中的知识

外溢以及相关部门之间的技术互相依赖的状态。之
后 ,内尔森 (Nelson)系统阐述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。

他认为 ,影响一国创新能力的因素有一国整体的制
度环境 (其中他强调了知识产权和贸易制度的重要

性) 、教育部门的状况以及更加特殊的影响创新能力
的制度。⑩最近 ,在以上研究基础上 ,波特 ( Porter ,

2000)提出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概念 ,并指出国家创新
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 : (1)国家公用的创新基础

设施 ; (2)特定集群的创新环境 ; (3)国家公用创新基
础设施与特定集群的联系质量。

五、结论及意义

根据前述的理论综述和评析 ,我们得到新增长

理论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:

第一 ,技术进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,我

国要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,就必须继续坚持“科
教兴国”的发展方针 ,用“模仿国外先进技术”和“立

足本国创新技术”两条腿走路 ,以最短的时间实现对
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和经济赶超。一方面 ,我们要

通过“簇群效应”形成国内内部技术的溢出 ;同时继
续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,以资本流入带动技术输

入。另一方面 ,我们要加大 R&D投资力度 ,在国家
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,引导大中型企业加入到 R&D投
资队伍中来 ;此外 ,我国还应该积极倡导国外大型跨

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设立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,以此
弥补国内暂时研发资金的缺口。

第二 ,我国在加大 R&D 投入的同时还要注意
R&D投资的有效性 ,努力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。据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 ,我国 R&D 投资从 1997

年的 348. 69 亿元激增至 2003 年的 1 539. 6 亿元 ,

六、七年内增加了四倍多 ;同时 ,2003年研发经费占
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( GERD/ GDP)为 1. 31 % ,这比

起 1997年的 0. 64 %有了长足的进步。但是我国的
R&D投资效果却不如人意 ,R&D产出率不高 ,浪费

严重。本文认为 ,针对以上情况 ,我国应该建立多元
化的科研激励机制 ,以政府激励为基础 ,更多地利用

市场激励和产权激励的手段 ,促进我国国家创新能
力的整体提升。

31在加大 R&D投入的同时 ,我们切不可忘记
提高国内生产部门对 R&D产品的吸收能力 ,从整体

上提高我国的现实生产能力水平。在这个问题上 ,

政府引导同样十分重要。我国经济管理部门应该从

金融、教育和经济系统改革入手 ,从要素供给、人力
资本投资、理顺就业人员结构出发 ,提高生产部门在
我国现有技术水平边界上吸收潜在内部化知识的能

力 ,为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提供坚实的基础。
最后 ,也是本文认为最为重要的是 ,我们在资本

困乏的前提下 ,要协调好 R&D投资和生产性投资二
者的比例关系 ,从而促进经济系统、和谐发展。科技

与生产具有高度的衔接性 ,近年来投资过热的问题
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,到底是总量过热还是结构

失调 ,学界争论不休。2000 - 2004年 ,我国投资率分
别为 36. 4 %、38. 0 %、39. 4 %、42. 8 %和 45 % ,均高于

1978 - 2002年 36 %的平均水平。然而 ,我国的投资
效率却呈下降趋势 ,2004 年 ,我国 1 元投资仅能导

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. 27 元 ,比 1981 年下降了
0. 09元 ,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

均水平。同时 ,我国的投资集中在汽车、钢铁和房地
产等部门 ,而急需资金注入的高科技农业项目和高
新科技产业却缺乏资本投资。与此相应 ,我国科技

的转化能力也提高不快 ,基层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
人缺乏 ,新的 R&D 产品转化为现实生产的时滞延

长 ,导致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 ,经济结构不尽合
理。本文认为 ,如前述理论分析所言 ,如果将全社会

的投资分为 R&D投资和生产性投资的话 ,双向投资
都十分重要 ;但是如果双向投资结构性的矛盾不解

决 ,就很难实现经济健康的增长。所以 ,我国在制定
相应投资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时 ,应该充分考虑上

述理论的分析结论 ,通过投资的合理分配 ,引导我国
经济快速、健康的发展。

注释 :
①Solow(1956)在其经典论文“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

of Economic Growth”中指出 :“Harrod - Domar思路所特有的权
威性结论和性质⋯⋯甚至在长期 ,经济体系充其量也只能平
衡于均衡增长的刃锋上。”
②其中 Uzawa(1965) ,Rebelo (1991)属于凸性增长模型 ,它

克服了A - K模型不能产生收敛的缺点 ;Arrow(1962)的模型
属于外部性模型中的“干中学”模型 ;而 Romer (1986)的知识溢
出模型和Lucas(1988)的人力资本模型也同属于外部性模型。
③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,内生增长理论中最有研究前

景的就是 R&D模型。 (下转第 95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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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第 66页)
④在 Romer(1990)文章中 ,研发部门使用人力资本和总

知识存量以产生新产品设计 ;中间产品部门向研究厂商购买
生产新产品的专利权 ,利用新产品设计和其他投入品生产出
中间产品 ;最终生产部门利用中间产品、人力资本和劳动以
生产消费品 ,产品多样化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外部经济。
⑤这些国际贸易理论学家包括 Krugman (1979) , Dollar

(1986 ,1987) , Freenstra &Judd(1982) , Pugel (1982) , Spencer &

Brander ( 1983) , Cheng ( 1984) 以及 Jensen & Thursby ( 1986 ,

1987)。
⑥Segerstrom(1991)认为 ,新产品被模仿的难易程度反方

向影响创新厂商的激励回报。这就是说 ,如果新技术越容易
模仿 ,创新的厂商就越可能受到损失。Segerstrom利用这一假
设来研究 R&D一国补贴的作用。
⑦Brezis ,Krugman和 Tsinddon认为 ,如果后进国家通过学

习和模仿 ,将新的技术和本国廉价的劳动结合起来 ,就有可
能实现后发制人的目标 ,从而赶超发达国家。
⑧技术边界 (Technological Frontier)是指在一定时期 ,世界

范围内最经济和最具生产力的一套完整的生产方式。
⑨“对于 R&D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对最终产品生产投

入的减少 ,这两种投入是反向的”,Porter (2000)作此描述。
⑩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一国特定基金组织的组织条例

(The Rules of Specific Funding Agencies in Individual Countries) ,

参见 Nelson ,199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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